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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习俗在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治理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

用,在我国的古代社会尤其如此.司马迁较早注意到了俗与治的内在关联,但学术界忽视了

其在司马迁经济思想中的重要地位.文章对司马迁的经济思想谱系中“俗”与“治”两大重要

范畴进行了关联阐述,介绍了司马迁“因俗以治”治道思想的源流和主张,并结合现代经济学

理论对其进行延伸与扩展,探讨其现实意义.研究发现:(１)司马迁的治道思想兼容了道家与

儒家的无为而治思想的不同侧面,而其“善因论”的要义正在于“俗之所欲,因而予之”.(２)因

俗以治的核心是因循人“生有欲”和“皆为利”的本性及民间习俗来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立俗

施事,以达至“事少而功多”的理想治理效果.(３)由于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带有浓厚的经验色

彩和朴素性质,而且中国古代社会缺乏良好的市场环境,因此其在近代以前始终未得到重视

和采纳.(４)司马迁“因俗以治”思想给现代国家治理带来了众多启示:一是要尊重风俗习惯

并加以因势利导;二是要注重习俗等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兼容;三是要让好的习俗成为

一种稳态均衡而固定下来并延续下去.文章不仅是对司马迁经济思想研究的丰富和拓展,而

且对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也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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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按照制度演变的时间长短,威廉姆森(２０００)将制度划分为:第一层次是“嵌入”的非正式制度;第二层次是正式制度;

第三层次是治理制度;第四层次是资源的配置和使用.按照 DavisNorth(１９７１)的划分方法,制度则可分为制度环境和制

度安排.

　　②引自[美]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下),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２年版,第３６８、３７３页.

一、引　言

　　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兴起和发展,习俗等非正式制度的经济意义及其与国家的善治、良
治有何内在关联,逐渐成为值得研究与挖掘的重要经济学课题.① 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康

芒斯(１９６２)早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就对习俗做过大量论述,他认为“习俗的势力超过个人,甚
至国家”,“现代经济社会没有从习俗变化到契约———它已经从原始的习俗变化到商业的习

俗”.②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习俗与市场行为规范之间确已建立起不可分割的内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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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ng(１９９３,１９９６)则开创了利用演化博弈论研究制度的先河,他所强调的制度主要就是非

正式制度,即一个社会的习俗、传统和行为规范,其起源与变迁均是在一个稳定的博弈结构

中进行的.

　　其实,早在现代市场经济远未形成的“前现代社会”,习俗就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起着非常

重要的作用.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１９８７)曾将非市场经济的典型纯粹经济模式

分为两种:习俗经济和指令经济.封建制度是两类经济的一种混合类型;而典型的官僚政治

则是另一种混合类型,其特征是指令性更强一些.汉朝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鼎盛期,
同时也是中国古代社会从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过渡期,习俗在此间及此前的社会经济运

行中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

　　西汉中期,司马迁在其鸿篇巨制«史记»的撰写过程中,曾根据文字记载和实地采风所获

得的大量民俗资料来构筑其宏大的历史图景,并在此基础上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的宏阔学术视野,寓论断于序事,提出了一种“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的
国家治理观,①笔者称之为“因俗以治”.② 据统计,“俗”字在«史记»中共出现１６８次,在全书

不同篇目、不同语境中互文显义,特别是在专论经济、治生问题的«史记货殖列传»中就出

现了２３次之多,司马迁在此篇里比较集中地阐述了民间各地的不同风俗、习惯及其不同经

济后果,可见习俗作为非正式制度在其治道思想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如此关注习俗与经济

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这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并不多见.本文的研究显示,司马迁的“因
俗以治”治道思想兼容了道家与儒家的无为而治思想的不同侧面,其核心是因循人“生有欲”
和“皆为利”的本性及民间习俗来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立俗施事,如此才能达到“事少而功

多”的理想治理效果.

　　事实上,学界对于司马迁经济思想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如胡寄窗(１９６３)、叶世昌

(１９７８)、赵靖和石世奇(１９９１)等的通史性专著中均曾列专节阐述,韦苇(１９９５)、朱枝富

(１９９９)、王毅和刘立(２００４)等则通过专著来系统论述,石世奇(１９８９)、刘社建(１９９６)等都对

司马迁的国民经济管理思想———“善因论”作过专文分析,但大多并未与司马迁经济思想中

俗的范畴相关联.张大可(１９８３)曾注意到司马迁考察过经济与道德民俗的关系,张俊

(２００８)则运用制度变迁理论对司马迁的因俗变迁经济观进行了系统探讨.这些研究很有启

发性,但均未进一步延展至治理层面来展开论述.与本文的结论相似的是,杜长征(２００７)也
认为,至治思想在司马迁整个思想体系中是“统摄性和指引性”的,同时“俗”在其治道思想中

也不可忽视;曹应旺(１９９６)也对因民之俗与长治久安进行了阐述,但对于习俗在司马迁经济

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则认识不足.两者对于俗与治的内在关联的研究也均比较薄弱.本文系

首次对司马迁的经济思想谱系中“俗”与“治”这两大重要范畴进行关联阐述的专题研究,并
将司马迁的治道思想置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结合现代经济理

论对其进行延伸扩展,探讨其现实意义.

　　接下来,本文尝试从介绍司马迁“因俗以治”治道思想的源流和主张切入,研究和把握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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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对管仲执政理念进行评点,认为齐桓公之所以能够“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全赖管仲之

谋,以至管仲死后,“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在对史实的叙述中将自己的论点表达出来,这也是«史记»的一大特色.
这里借用了我国古代历代政权对边疆民族治理的独特制度概念,更加突出其在国家整体社会经济治理中的作用.龙

登高(２０１２)也认为,司马迁的经济论述中有一种理念,即“顺着人的天性与民间的习俗来进行治理,这样才能因势利导,以
最小的成本实现国家治理,维护社会秩序”.引自龙登高:«历史上中国民间经济的自由主义朴素传统»,«思想战线»,２０１２
年第３期.



俗对于建构和优化国家治理模式的作用.人类社会有若干规制经济行为的基本协调机制,
包括作为强制性官僚协调机制的政府、作为自利性交易关系总和的市场以及自愿互惠的联

合性协调机制或公民社会(雅诺什科尔奈,１９９２).政府、市场和社会,对应一个经济体中

的治理、激励和社会规范三大基本要素.① 强制性的法规治理和激励性的市场机制等正式

制度安排相互交叠、长期积淀,会对包括习俗在内的规范性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形成一种导向

和型塑,从而增强社会经济活动的可预见性,并大大节约交易成本.从中短期来看,习俗则

是作为既定制度环境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基本范畴而给定的,是政府制定社会经济政策需要

充分考虑的约束条件.正确理解和认识到习俗既是作为“俗之所欲”所面临的制度环境约

束,又是可发挥重要作用的制度安排,这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认知到其作为现代国家治理

中需要考虑的约束条件应该发挥的作用.因此,政府善治需尊重既有制度环境中的风俗习

惯并因势利导,尽量少干预、不干预,而市场自发秩序的扩展,可以让正式制度安排和习俗等

非正式制度安排在诱致性制度变迁中兼容,促进经济绩效的提高;社会道德规范的重建则需

要借助一个法治的市场经济环境,让好的习俗成为一种稳态均衡而固定下来并延续下去.

二、司马迁治道思想的源流:从无为而治到因俗以治

　　自春秋战国到西汉前中期,文化和学术思想经历了一个从百家争鸣走向大一统、大综合

的过程,而“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则为司马迁博览文今古文献、②完成

“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而成“一家之言”的学术使命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③ 因

此,司马迁经济思想的哲学谱系是丰富多元且兼容并蓄的.当然,如果从班固对司马迁“论
大道先黄老而后六经”的评价来看,④其父司马谈独褒道家的六家要旨解说应该对司马迁产

生了重要影响,使得后者的国家治理和经济治理观念有着浓厚的道家哲学基础.

　　不过,司马迁并非执迷固守的道家信徒,而是对传统道家思想有所批判和扬弃.他在«货
殖列传»开篇引«老子»第八十章而斥之,认为那种不用器、不远徙、不乘舟舆、不陈甲兵、结绳而

用的“小国寡民”对近世而言无疑等于闭塞民众耳目,已行不通.⑤ 汉初以“无为而治”为中心

的“黄老学说”则将消极的道家传统思想改造成了相对积极的促进经济发展的思想.如

Dorn(１９９８)所认为的,这里的“无为”已经由不作为演化为不采取违反自然的行为.司马迁

对“黄老学说”是非常认同的,这从他对习用“黄老之学”的汉初相国曹参“参与休息无为,故
天下俱称其美矣”⑥的记载以及对汲黯任地方官“治务在无为而已”⑦的评述,可见一斑.

　　其实,“无为而治”并非道家的专利,在儒家的思想源流中也有迹可寻.早在«论语卫

灵公»中,就有“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 夫何为哉? 恭己正南面而已矣”的叙述.在汉

初学术走向融合的大背景下,“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思想在道家“无为”学说基础之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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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关于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的论述并不少见,但如果进一步分析改革发展的内在逻辑,单单考虑政府和市场的关

系可能还是不够全面的,在改革的力量博弈和国家的公共治理中还应加入社会一方,必须正确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只有健全的社会才可能支持健全的政府和健全的市场,才能形成良性互动.详细讨论参见田国强,陈旭东:«中国如何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基于制度转型和国家治理的视角»,«学术月刊»,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③ 引自«史记太史公自序».
引自«汉书司马迁传».
当然,也有学者(李埏,１９９９)认为,«史记货殖列传»断句应该在“必用此为务”处结束,后句“几无可行”并非指称所引

述的老子的观点.参见李埏:«‹史记货殖列传›引‹老子›疑义试析»,«历史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４期.
引自«史记曹相国世家».
引自«史记汲郑列传».



融入了儒家“无为”思想的成份,特别是到了后期儒家思想趋于独尊的时期.在老子«道德

经»所呈现的图景里,只要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使民无知无欲,就可实现“为无为,
而无不治”,①然而这一治国蓝图过于看重清净无为的一面.儒家的“无为而治”则更注重

“治”的一面,且有着相对现实些的目标作为参照系,其最高目标当然是要达到尧舜之治,次
优也是要恢复周政.儒家的治国目标在«礼记礼运»中有一些基本的阐述,孔子所描述的

尧舜之治是大同之世,②彼时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而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之

治则是小康之世,人人为己,所以希望通过君主修身而致天下治,靠上行下效的礼来匡正社

会秩序.

　　儒家思想在司马迁的治道思想中占据了很大的比例,尽管不是唯一的.从«史记»中“国
之将兴,必有祯祥,君子用而小人退”③和“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④等诸多类似评述

或引述中可看出,其评价政治兴衰、人物善恶、事务是非的标准基本是依据儒家的价值观点.
实际上,司马迁是遵从父愿怀着“承五百年之运、继春秋而纂史”的使命来创作«史记»的,不
可避免会受到孔子及儒家史观的影响.司马迁个人的成长也受儒家学风的熏染颇深,十岁

便习诵古文,二十岁北渡往齐鲁两地研讨学问,考察孔子遗风,曾问故于孔子后人孔安国,⑤

也曾向大儒董仲舒习«公羊春秋».司马迁对孔子也推崇备至,在«孔子世家»篇末曾以“虽不

能至,然心向往之”表达对孔子的敬仰之情.«史记»的其他篇章也对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和

思想给予了大量篇幅,如«仲尼弟子列传»«孟荀列传»«儒林列传»等.这一尊儒倾向与司马

迁所处的时代特征是相吻合的.

　　从孔子的“今大道既隐”⑥到司马迁的“俗之渐民久矣”⑦,我们依稀可以看到两者对于现

实社会与远古理想社会渐行渐远的类似感叹.那么,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民各甘其

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的至治目标呢?⑧ 司马迁给出的答案是:“善者因之,其次利道

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⑨ 其中最理想的经济政策是顺应经济发展的

自然规律,听任人民自由从事经济活动.“善因论”是司马迁基于“无为而治”的治道思想,针
对汉武帝时期“与百姓争荐草,与商贾争市利”的现实弊病而提出的朴素的自由放任治理

观,与儒家早期的“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其要义在于对“俗之所欲,
因而予之”,给予并保护私人从事农虞工商等经济活动的自由以为其自身谋利,从而实现民

殷国富、长治久安的最终目的.这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论断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个

体自利的现实之下实行“简单的合乎自然的自由的制度”(simplesystemofnaturalliberty)
就会内在而有逻辑地达到一个可能不是自利个体本意的结果,实现利己和利他的激励相容

与共融,导致社会福利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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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道德经»第三章.
易经对黄帝、尧、舜时期的治理之道概括为“垂衣裳而天下治”(«易系辞下»),这其实也是对远古帝王不干涉、因任

臣民、无事安逸为政方式的一种肯定.
引自«史记楚元王世家».
引自«史记酷吏列传».
参见«汉书儒林传».
引自«礼记礼运».

⑧⑨引自«史记货殖列传».
引自«盐铁论轻重».
引自 «论语尧曰».
马涛(２００１)也认为,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是对孔孟自由经济思想的继承.



三、因俗以治思想的具体主张:从人性出发立俗施事

　　习俗的经济重要性在于,它可以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和增进经济体制效率(Arrow,１９７１;

Young,１９９６).衡量交易成本、决定经济效率则有两个关键要素———激励和信息,这也是机

制设计理论的两大基本元素.在Young(１９９６)看来,习俗作为一种社会博弈均衡,本身与激

励高度相关,正是由于个体没有激励来背离这个均衡,使得习俗具有某种自我维系性和持续

性,而不需太多的政府干预与监管,这样就可以在经济活动中较好地协调预期和减少不确定

性,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由于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市场失灵,从而大大地节省交易成本,使效

率得到改进.亚当斯密(１９７２)也曾谈到习俗的稳定性,指出:“他们原来的统治的性质使

他们的风俗习惯变成了这个模样.后来,这种统治大大改变了,他们的风俗习惯却仍没有多

大改变.”①

　　通过对«史记»的文本解读不难发现,司马迁语境中的“俗”有两层含义:一是一个社会普

遍流行的民众心理状态,如“其俗宽缓阔达”;②二是人们生产生活中的普遍行为习惯,如“其
俗纤俭习事”.③ 习俗正是人们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习而成的扎根于民间的社会心理、信念

和惯例,它往往决定了一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行为模式和合作范式等.由于习俗有其自身变

化发展的规律,在中短期内难以发生变化,因此当政者最好能把它作为制定政策的根本依托

和坚实基础.从这个角度出发,可对前述司马迁的“善因论”有更进一步的解读:在制定政策

时,最理想的策略是将习俗作为经济制度环境中的重要因素给定而随俗而动;③其次是用利

益来诱导习俗朝着当政者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再次就是进行苦口婆心的说教、教诲;继后则

是制定规范,强制性地对习俗进行改造,使之进入当政者所制定的规范之中;最不可取的做

法是与习俗针锋相对,强用自己的一套东西来代替习俗的功能,以争利于民.

　　(一)因俗以治的人性起点:“生有欲”与“皆为利”

　　欲望是人类“经济生活的已知条件”,④是社会经济运行的内在动力,也是现代经济学理

论分析的逻辑起点.司马迁对欲望也有精辟论断,曾指出:“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

忿,忿而无度量则争,争则乱.”⑤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就是对资源的有限性和欲望的无限性

这一基本经济矛盾的古典阐释.因此,“因其欲然”也就成了司马迁语境中实现止乱达治的

必然要求.⑥ 那么,“俗之所欲”包括哪些内容呢? 司马迁对此有一个高度的凝练概括,他形

容“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埶能

之荣使”.⑦ 这些都是人的本能和本性,如果没有外部条件的限制,它将尽情发挥,追求极

致,这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永不餍足假设别无二致.

　　与欲望相关联的一个概念是利己性.在通常情况下,个体都是逐利的.这也正是现代

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研究人类经济行为,进而建构其经济理论和经济制度设想的伦理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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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风俗习惯,对应的就是英文版中的“mannersandcustoms”.引自[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

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２年版,第３４９页.

③引自«史记货殖列传».
梁启超(１９８８)在对“因之”进行解释时,也认为“苟易其俗则不能良”.并且,他认为«货殖列传»“与西士所论,有若合

符,苟昌明其义而申理其业,中国商务可以起衰.千年湮没,致可悼也”.
引自[日]桑田幸三:«中国经济思想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３页.
引自«史记礼书».
引自«史记律书».此为司马迁对汉文帝治国之道的评点之语.
引自«史记货殖列传».



提.无独有偶,司马迁早在２０００多年前就提出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

往”.② 这一“皆为利”的假设更是对客观现实的描绘,可与现代经济学理论所持守的“经济

人”假设相媲美.由此也导致了«货殖列传»中提到的“人各任其能,竭其力,得其所欲”和“不
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的激励相容局面.③ 司马迁形容这是“道之所符,自然之验”,④ 与斯

密和哈耶克等的自然、自发秩序观形成了一种跨越历史时空的辉映.

　　(二)因俗以治的治道方针与治理主张

　　司马迁认为,良治之道应遵循“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的方针,⑤即当政者在制

定社会经济政策时,应该立足于既有制度环境中习俗惯例的基础上,并随着时间推移、事物

变化而发展,如此才能达到“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的理想治理效果.⑥ 在«史
记»中,司马迁对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大量历史事件和经济实例进行了剖析和点评,我们大

致可以看到内含其中的关于因俗以治的若干主张.

　　第一,不同地区的习俗差异与各自的土地、人口等自然资源禀赋和历史、人文、地理环境

息息相关,反过来又对当地生产生活的资源配置和经济结构产生重要影响.所谓“一方水土

养一方人”,讲的也就是这个道理.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对此有大量描述.如在“膏壤千

里”的齐地,“其俗宽缓阔达”,而在“地薄人众”的中山地区,“民俗懁急,仰机利而食”则是对

相对恶劣自然环境的民俗响应.另外,正是由于掌握了中山的民俗特性,又使得温、轵“北贾

赵、中山”,促进了区域之间的商品交换.在种、代地区,“人民矜懻忮,好气,任侠为奸”,则导

致“不事农商”,社会经济畸形运转.

　　第二,由于不同地区的风俗有所差异,如不顺应当地的习俗,也不因地制宜和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而采取一刀切的治理策略,则是不合宜的.在«齐太公世家»和«鲁周公世家»两个

篇目中,司马迁分别介绍了太公望在齐国“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使齐

国崛起为大国的故事以及周公的儿子伯禽到鲁国后强行用周人的礼制来“变其俗,革其礼”
而使得“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的故事.在这里,司马迁提出了因俗而简礼与简政的主张,
并以归民与近民激励向当政者直陈了这一治理策略的好处.

　　第三,习俗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单一向度的,有厚薄之分,善恶之分.如果因薄俗、
恶俗而治,会造成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反之如能加以适当引导,破除恶俗,树立善俗,则有

助于实现社会经济的安宁太平,即所谓“移风易俗,天下皆宁”.⑦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记

述了关中地区的风俗从周朝的“好稼穑”到秦朝的“多贾”,再到汉朝的“益玩巧而事末”.这

种具有某种内在一致性的自发性演变导致的结果是“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

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这种符合人性且具有内在一致性的演变不是他所批判的那

些主张“制俗”的人就能制得了的,从而需要因时制宜.

　　第四,在习俗与礼仪制度之间存在转换关系,即所谓“因民而作,追俗为制”,⑧也即从非

正式制度安排向正式制度安排的转换.司马迁在«礼书»中曾论及“古者太平,万民和喜,瑞
应辨至,乃采风俗,定制作”,并对“至矣”之礼进行了阐述,称其要做到“至文有以辨,至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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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⑤

⑥

⑦

⑧

③④引自«史记货殖列传».桑弘羊在与“贤良文学”辩论时也曾引用此句:“司马子言:‘天下穰穰,皆为利往.’赵女

不择丑好,郑妪不择远近,商人不愧耻辱,戎士不爱死力,士不在亲,事君不避其难,皆为利禄也.”(«盐铁论»毁学第十八).
引自«史记太史公自序».这也是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对道家的评价.
引自«史记太史公自序».
引自«史记乐书».
引自«史记礼书».



以说”,既富于文采但又有节制,明察秋毫而又不细苛.因此,司马迁对于礼制主张采取一种

节制的态度.并且,司马迁对于礼制与法制也有所区分,并给出了初步的治理边界.他指

出:“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①

四、司马迁治道思想陷于绝响困境之根由

　　司马迁因俗以治的治道思想并未被当世执政者所真正接纳和实施,也不为后世学人所

广为传播和扩展,特别是在董仲舒提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治国之道以及

班固在«汉书»中对司马迁作出“迹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等批判性评价之后,②几成绝响.
对于司马迁经济思想的挖掘,直至近代才开始有学者进行系统的论述.现今一些学者更是

将其地位上升到了与亚当斯密等相比拟甚至更超前的高度.③ 那么,是什么造成了司马

迁的经济思想在近代以前这么长的历史时空中得不到重视和采纳呢? 原因无非两类:一类

是外生性的,一类是内源性的.

　　自汉武帝开始,空前统一的国家机器就开始极力试图以行政力量干预民间习俗的走向,
使之更加符合封建政治统治和意识形态的需要,以确保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能够得

到有效巩固和延续.这对随后汉朝的民间习俗和官家法律的内容和形式都产生了极其深刻

而又深远的影响,也是汉以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习俗与政治互动关系的一个基本模式.
作为此模式的肇端,汉武帝时期处于一个从与民休息向与民争利、从无为而治向有为施政的

转折期.为了应对因对内大兴土木、对外大举征伐而造成的财政危机,总管国家财政数十年

的桑弘羊陆续实行了盐铁官营、酒榷、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等一系列“与之争”的政策,对社

会经济生活进行广泛干预,使之“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④ 在桑弘羊为官府广开利孔之后,
后世大多所谓贤君良臣也是因循此道而不能罢.

　　这样,古代社会财产权的确认和分配实际上还是被置于政府的最终实际管控之下,因此

自由竞争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也就难以真正得到充分发展.然而,在因俗以治的治理框

架下要实现帕累托效率,恰恰对“俗”的初始条件和市场环境要求较高.按照演化博弈论的

观点,习俗被定义为“在有两个以上演化稳定策略的博弈中的一种演化稳定策略”,具有自我

维系性(Sugden,１９８９).但是,作为社会经济博弈多重均衡中的某一均衡解,它可能是集体

理性的,也可能是集体非理性的,从而不一定能够实现帕累托效率.如果初始的习俗条件本

身就处于一个集体非理性的均衡点,如何打破这个均衡或实现移风易俗呢? 司马迁寄望于

礼乐在“善民心”方面的作用,即所谓“其感人深,其风移俗易,故先王著其教焉”.⑤ 这大致

可以归入“教诲之”的门类,但这还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利导之”,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让
社会秩序向帕累托有效的稳定状态自发演进.

　　显然,中国古代社会缺乏这样一种市场环境,司马迁的自由放任经济思想(包括其因俗

以治的治道观)从而也就得不到真正的重视和实施.尽管我们不应以今日今时的眼光过分

苛责于前人,但是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包括因俗以治治道思想本身)也有其不足之处或者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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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史记太史公自序».
引自«汉书司马迁传».
持此类观点的学者包括张维迎、韦森、LeslieYoung等.如张维迎(２０１１)将司马迁誉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自由市场

主义者”.
引自«史记平准书».
引自 «史记乐书».



社会经济发展有不相适应之处,带有浓厚的经验色彩和朴素性质,缺乏对于政府、市场与社

会各自的治理边界和适用范围的科学界定.同时,虽然司马迁对许多经济现象、经济问题

(特别是对“俗”与“治”的辩证关系)有独到乃至深刻的见解,散见于«史记»之中,但其经济洞

见被淹没在大量的史实叙述之中.如果不加以全面梳理和深入分析,就难以使之得到系统

化、体系化和立体化的呈现,遑论科学化.相较而言,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则更多是对国

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考察,已进入规律和内在逻辑层面的探讨,比司马迁基于史实做出的

经验总结更进一层.并且,司马迁依然是站在统治立场来看待经济社会的治理问题,这意味

着其所论述的经济自由和社会自由等也仅仅是实现有效统治的工具而已.

五、因俗以治思想的现代国家治理启示

　　应该来说,经过了３０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已取得了很大的进

步,但由于更注重发展的逻辑,而对治理的逻辑没有引起充分重视,使之出现了“成就巨大,
但各方面的问题也十分突出”的这样“两头冒尖”的现象.现代市场制度还远未臻成熟,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遑论决定性作用.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

的政府在“与之争”“整齐之”“教诲之”方面做得较多,而“利导之”“因之”的治理手段则用得

不够.这与我们长期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影响而持守的全能型政府和发展型政府理念有很

大的关联,政府职能在转型过程中没有得到合理的定位,政府角色缺位、越位、错位同时存

在,市场和社会的力量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所表现出来的政府

主导干预经济、与民争利、伦理道德滑坡、社会诚信缺失、信任关系瓦解等负面特征,无不与

此有关,其经济后果就是使得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畸高,经济发展向更高水平的迈进也面临

严重阻碍.

　　因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命题,确实非常具有

现实性和必要性.与现代经济学理论相结合,司马迁的因俗以治治道思想可以带给我们一

些有益的启示.

　　一是政府善治目标的实现.要求政府在公共治理中必须充分考虑约束条件,包括尊重

既有制度环境中的风俗习惯并因势利导,尽量少干预、不干预.否则,反而可能会引起易俗

向恶的负面效应.过去一段时期我国房地产市场频繁调控中曾出现的“假离婚”“假结婚”
“假社保”等即为例证.政府的很多出于善意的政策设计并未实现预期目标,反而不同程度

地扰乱了市场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导致经济个体利益调整的紊乱和社会伦理的扭曲,也增

加了国家治理的成本.政府要实现从发展型的全能政府向服务型的有限政府的转变,应慎

用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最大限度地减少直接干预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而应致

力于创造一个有利于各市场主体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只要市场能做的,就要让市场去做;
当市场失灵时,政府才需要单独或与市场一道发挥作用.同时,在社会领域政府也要有所不

为,可以依靠风俗习惯来调整许多法律等正式制度涉及不到或治理成本大的社会生活问题,
可以发挥信念、习惯和舆论等的社会自我治理功能.

　　二是市场自发秩序的扩展.可以让正式制度安排和习俗等非正式制度安排在诱致性制

度变迁中兼容,促进经济绩效的提高.市场经济不是人们刻意设计而成的,其本质是人们在

长期的社会交往中自发演进和扩展而形成的一种社会秩序,内含着包括习俗在内的许多约

定俗成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在现代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当交易双方在多种约束中选择

一种来保证协议的执行时,他们通常也还是会首先考虑非正式制度安排,如习俗,因为它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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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于市场经济环境下的“补充性因素或者一般性交易”.① 随着交易的扩大和分工的发展,
为了防止非正式制度安排失效,正式制度安排作为非正式制度安排的明确化才应运而生.
这种基于市场需求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模式才是经济创新和发展的重要动力.哈耶克(２０００)
也曾借用李约瑟的说法,形容“中华帝国”在政府控制暂时受到削弱的时期,个人的首创精神

往往能得到释放,从而文明和精巧的工业技术也容易获得巨大进步.无论是制度变迁还是

技术进步,经济自由都非常重要.如此看来,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关于给予并保护私人从

事农虞工商等经济活动自由以为其自身谋利,从而实现民殷国富、长治久安的倡言,依然值

得记取.

　　三是社会道德规范的重建.需要借助一个法治的市场经济环境,让好的习俗成为一种

稳态均衡而固定下来并延续下去.诚信作为一种传统美德和良好的社会风气,按照博弈论

的观点,其实质就是一种均衡.在一个人人讲求诚信的社会中,骗人是会受到法律制裁和舆

论指责的,所以每个人都遵守诚信法则是一个纳什均衡;而在一个人人都尔虞我诈的社会

中,谁选择诚实守信则他的利益也必然受损,所以相互欺骗是一个纳什均衡.这样,恶俗环

境下的人人尔虞我诈和良俗环境下的人人讲求诚信都可以是纳什均衡.那么,靠什么来导

向信守诺言的好的纳什均衡呢? 靠的就是法治和市场激励的双重手段,久而久之就会潜移

默化地导俗向善.人们常将公序与良俗并列,在现代市场经济之下,好的习俗的形成离不开

一个好的公共秩序环境.

　　如前所述,政府、市场和社会是人类社会存在的规制经济行为的三种基本协调机制,而
与之相对应,经过强制性的法规治理和激励性的市场机制等正式制度安排的长期熏染,久而

久之就会形成一种“无欲则刚”的社会规范、规则意识和价值观,让规范性的非正式制度安排

(包括好的习俗)作为一种内在规约嵌入社会运行中,将可以对正式制度安排形成有效补充,
极大地增强市场经济活动的可预见性和确定性,从而大大降低交易成本.不过,三者中法规

治理还是最根本的,它奠定了最基本的制度环境,决定了政府定位是否适度,从而决定了激

励机制设计的效果和社会规范形成的好坏.好的法规治理更容易导致好的激励机制的产生

和好的社会规范的形成;反之亦反是.并且,法治的首要意义是人民对天然具有膨胀倾向的

政府公权力的限制以确保经济自由,其次才是对市场经济个体行为的规约以维护市场竞争.
基于此,才能让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产生助益性.这就是法治的重要性.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全面深化改

革的总体布局中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命题,达成这一目标需要合

理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治理边界.在这个过程中,包括习俗在内的文化的社

会经济意义也显得尤为重要.在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总体建

设布局中,文化是一个具有价值牵引、人文塑造的基础性和战略性的关键环节,对于人与人、
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关系和谐具有重要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考察,当前我国所

倡导的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建设,其意义倒不只在于文化产业的壮大,更为重要和关键的在

于通过文化传承和创新,重塑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构建真正的具有最大公约数的共同价值

观体系,将习俗等非正式制度安排导向正面,带来社会制度环境和制度体系的完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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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　论

　　习俗在社会经济治理中具有重要作用,中国需要从历史和传统经济思想中汲取智慧.
本文以司马迁的治道思想为研究对象,发现其治道思想兼容了道家与儒家的无为而治思想,
而其“善因论”的要义正在于“俗之所欲,因而予之”,强调不采取违反自然的行为而不是不作

为.因此,司马迁因俗以治的治道思想的核心就是要因循人“生有欲”和“皆为利”的本性及

民间习俗来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立俗施事,以达至“事少而功多”的理想治理效果.作为司

马迁经济思想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俗以治的治道思想尽管有着一些未能超脱于

其所处时代的局限性,在历史上也一度陷于绝响困境,但也有着许多未被中国传统社会所重

视和实施的经济治理乃至国家治理元素,其中不乏至今仍闪烁着智慧光芒的、具有普遍意义

和现代价值的观点.

　　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种种扭曲现象与政府的过度干预有很大关系,司马迁的因

俗以治治道思想对矫正这一治理困境提供了历史借鉴与启示.在中国下一步的改革发展

中,中国如何将习俗的自发秩序和市场的自发秩序相互耦合、相互促进,真正做到尊重民众

在经济上的自由选择权,遵循社会自生自发秩序生成及其演化的内在规律,因势利导,充分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

社会之间的治理边界,实现政府、市场与社会三位一体的综合治理,久而久之让好的习俗成

为一种稳态均衡,成为维系社会和谐稳定和经济良好运行的“润滑剂”,是一个值得更深入研

究的课题.当然,随着国际学术界对于习俗经济研究的兴起,如何引入和构建一个理论模型

来准确阐述司马迁及中国历史上其他的习俗治理思想,也是值得进一步深入推进的课题.

　　∗本文还得到数理经济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上海财经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创新团队支持计划项目

(２０１３０３０３)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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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aQian’sEconomicThoughtofGovernanceby
ConventionandItsContemporarySignificance

ChenXudong１,２,TianGuoqiang１,２

(１．SchoolofEconomics,Shanghai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Shanghai２００４３３,China;

２．InstituteforAdvancedResearch,Shanghai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Shanghai２００４３３,China)

　　Abstract:Asaninformalinstitutionalarrangement,conventionplaysaverysignificant
roleinsocioeconomicdevelopmentandstategovernance,especiallyinancientChinesesociＧ
ety．SimaQiannotedtheinherentrelationshipbetween“convention”and“governance”,but
itsimportanceinhiseconomicthoughtisoftenneglectedinacademia．Thispaperanalyzes
thetwoimportantandinterrelatedcategoriesof“convention”and“governance”inSima
Qian’seconomicideologicalsystem,introducestheoriginandviewsofSimaQian’swayof
governancebyconvention,extendsitbymoderneconomictheory,andexploresitscontemＧ
porarysignificance．Itarrivesattheconclusionsasfollows:firstly,SimaQian’swayofgovＧ
ernanceencompassesdifferentaspectsofnoninterventiongovernanceofbothTaoismand
Confucianism,andhis“masterwayoffollowingthenaturallaw”emphasizesthat“theones
inpowershouldfulfillthewishesofthecommonpeople”;secondly,thecoreofgovernance
byconventionistofollowhumannatureof“pursuingdesiresandbenefits”andfolkcustom
toachievemoreeffectivegovernancebyobservingconventioninaccordancewithspec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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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uations;thirdly,asSimaQian’seconomicthoughthadstrongcharacteristicsofempiriＧ
cismandsimplicityandtheancientChinesesocietylackedafavorablemarketenvironＧ
ment,histhoughthadnotbeenvaluednorbeenadopteduntilthemoderntimes;fourthly,

SimaQian’sgovernancebyconventioninspiresmodernstategovernanceinthefollowing
aspects:respectingandfollowingconventionandcustom,emphasizingthecompatibility
betweeninformalinstitutions(suchascustom)andformalinstitutions,andconsolidating
andpromotinggoodcustoms．ThispapernotonlyextendstheresearchonSimaQian’secoＧ
nomicthought,butalsoprovidesvaluablehistoricalreferencetotheenhancementofstate
governancecapability．
　　Keywords:SimaQian;wayofgovernance;stategovernance;contemporarysignifiＧ
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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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６２页)throughfinancialsystems．Andthenitestablishesanasymmetryevolutionary
gamemodelwithheterogeneityagentstoanalyzethedynamicevolutionaryprocessofthe
relationshipbetweennonfinancialandfinancialagentsfromordinaryeconomicrelationsto
financialrelationsanditseffectmechanism．Theresultsareshownasfollows:firstly,the
dynamicrelationevolutionamongeconomicagentsindicatesthatnonfinancialfirmsobtain
profitsmainlythroughfinancialpractices,financialfirmsfocusonintermediarybusinessand
offbalancesheetbusinessandincorporateordinaryhouseholdsintotheirsystemtomake
themnewprofitsresources,andordinaryhouseholdsareforcedtoacceptthetwotimebeneＧ
fitsharingfrompowerfuleconomicagents;thechangesintheserelationsleadtoeconomic
financializationandevenafinancialcrisisinacountry;secondly,economicdevelopmentstate
dependsontheinteractionoffinancialandnonfinancialagents,andthebehaviorofnon
financialagentsplaysadominantrole;underthegivenassumptions,whennonfinancial
agentsaffectpredatorytechnologyoffinancialagentsonlythroughtheirownresourcesproＧ
tection,anationaleconomymaybepromotedtoanewstablestateorameltdown;whennon
financialagentsaffectpredatorytechnologyoffinancialagentsthroughtheirownresources
protectionandpredatorytechnology,theeconomycanenterintoanevolutionarystable
state;thirdly,theimpactsoffinancializationbehaviorofeconomicagentscanbedividedinto
threedimensions:financializationbehaviorofeconomicagentspromotetheirownexcess
capitalaccumulationintheshortrun,thepredatorybehavioroffinancialagentsandtheproＧ
ductionbehaviorofnonfinancialagentsalwayspresentanoppositeeconomicrelationwhich
iseasilyintensified,andfreemarketwithoutgovernmentinterventioninevitablyleadstothe
intensificationofconflictsandfallsintocrises．Therefore,deepunderstandingofthenatureof
economicfinacializationanditsmechanismofaffectingtheeconomyisofgreatsignificance
tobotheconomictransformationandfinancialreforminChina．
　　Keywords:finacialization;evolutionarygametheory;politicaleconomics;predatory
technology;evolutionarystable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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